
　 　 数据何以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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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民法典已经确认了数据的民事权益客体属性, 为数据确权提供了民事

基本法层面的依据。 虽然有关数据政策和地方性立法确认了数据权益, 但在全国性立

法层面并没有对数据确权作出回应。 数据确权是数据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数据

确权有利于保护劳动, 可激励数据生产, 促进数据流通, 强化数据保护。 由于现有法

律制度如反不正当竞争法、 知识产权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无法实现对数据的全面保

护, 因此数据确权立法势在必行。 数据立法要在区分数据来源者和数据处理者权利的

基础上, 构建数据确权的双重权益结构, 尊重和保护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益, 确认和

保护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益, 包括持有权、 使用权、 收益权、 处置权以及数据财产权

遭受侵害或者妨碍时的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
关键词: 数据确权 　 数据流通 　 双重权益结构 　 合理使用

引 言

　 　 我们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数据是重要的新型财富, 被称为 “ 最有价值的资源” 。
 

〔 1 〕
 

数字经济在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家财富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未来世界经济的竞争很大程

度上是数字经济的竞争。
 

〔 2 〕
 

数据的保护和利用也因此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国民

法典第 127 条对数据权益的民法保护作出了宣示性规定, 宣告了数据权益本身就是一种民事权

益类型, 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受到民法典关于民事权益保护规则

的调整。
　 　 然而, 从立法层面看, 我国目前尚无全国性的法律、 行政法规对数据权益作出具体界定,
一些地方性立法在数据保护方面进行了相关探索。

 

〔 3 〕
 

2022 年 12 月 2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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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 2016—2022 年, 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增长

14. 2% ; 2022 年, 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58% 。 参见 《 北京青年报》 2023 年 7 月 6 日第 A6 版。
例如, 2021 年 《 上海市数据条例》 虽然回避了数据权的概念, 但单设第 2 章规定了 “ 数据权益保障” ; 2022 年

《 重庆市数据条例》 采用的是 “ 合法权益” 的表述。



务院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以下称 “ 数据二十条” ) 就建

立数据产权制度、 数据要素流通与交易、 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以及数据要素治理等基础制度提出

了非常全面系统的意见, 对于规范数据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是, 地方立

法和中央政策文件尚不能取代全国性的立法, 从国家层面推动数据产权或数据权益保护相关立

法, 势在必行。 数据保护立法需要研究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数据是否需要确权以及如何确权。 有

鉴于此, 本文拟就数据确权的必要性和路径加以讨论, 以供理论界与实务界参考。

一、 为何确权: 数据确权可有效激励数据生产和流通

　 　 所谓数据确权, 是通过对数据处理者等赋权, 使其对数据享有相应的法律控制手段, 从而

在一定程度或范围内针对数据具有排除他人侵害的效力。 数据的特性是可复制性、 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 非耗竭性,

 

〔 4 〕
 

这就使得对于数据的取得和利用难以通过物理方式加以阻隔, 而必

须依靠对数据进行确权等法律手段, 否则很难保护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 尤其应当看到, 数据

权益和知识产权等权益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数据中存在的各种权益通常并不是归属于某一主

体, 而是可能分别归属于不同主体。 在此情形下, 很容易发生各种权益之间的冲突, 数据处理

者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 尤其是不能形成对数据生产和流通的有效激励机制。
　 　 经济学认为, 激励是一个人对惩罚或奖励产生预期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

 

〔 5 〕
 

数据确权旨

在建立促进数据生产的激励机制, 进而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数据, 更好地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

要素的作用。
　 　 (一) 数据确权有利于激励数据生产

　 　 激励数据生产必须尊重和保护劳动。 在数据的开发过程中, 数据处理者投入大量的资金、
人力和物力, 需要通过法律赋权使其产生合理预期, 从中获得回报、 获取收益, 否则将极大地

挫伤人们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
 

〔 6 〕
 

正因如此, “数据二十条” 指出要 “ 保障其投入的劳动和

其他要素贡献获得合理回报” , 并提出建立保障权益、 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 其目的就在

于建立激励机制, 激励相关主体投入数据的生产和流通, 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 激活数据要

素潜能,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数据是一种新型财产,

 

〔 7 〕
 

它蕴藏着难以估量和评价的巨大价值。 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
消耗性和不可再生性, 其利用潜能是有限的, 而数据资源具有不可消耗性、 无限再生性, 其利

用价值是无限的。 数据可以每天数以亿计地产生, 例如, 日常网络购物、 网络约车等过程中

会自动产生大量的信息, 其通常不会留痕, 这些信息若要形成数据, 需要由平台经营者收

集和加工, 才能形成有价值的数据。 数据价值的形成、 创造都需要相关主体投入一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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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美] N. 格里高利·曼昆: 《 经济学原理: 第 8 版·微观经济学分册》 , 梁小民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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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技术和劳动。 否则, 每天大量自动产生的成千上万的信息难以生成可供利用的数据, 甚

至会自动消失, 这也意味着数据财富被白白浪费。 因此, 数据财产是一种投入劳动才能形成的

财产。
　 　 数据生产包括数据收集、 数据整理和数据挖掘等活动, 都依赖劳动。 劳动可以创造数据的

价值, 或者使数据增值, 相应地, 这种创造价值的劳动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 并需要在

法律上构建相应的权利保护机制。 从这一意义上说, 数据确权是尊重劳动的应然结论。 洛克在

其著名的 《政府论》 中指出: “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 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

益的东西, 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 ,
 

〔 8 〕
 

这就揭示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 而且也是

财产权的源泉。 在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 的观念下, 劳动成为产权的来源。 这一原理同样可

以适用于数据确权问题。 “数据二十条” 指出, “尊重数据采集、 加工等数据处理者的劳动和

其他要素贡献” , 也意在强调尊重与保护相关主体在数据生产中的劳动和贡献。 我国司法实践

也采纳了这一原理。 例如, 在 “ 淘宝 ( 中国) 软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 中, 法院肯定了淘宝对数据产品形成投入的劳动应当受到保护。
 

〔 9 〕
 

但该案

并没有回答在法律上是否应当承认其对形成的数据产品享有权益。 数据处理者合法实施的数据

处理行为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理应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
 

〔10〕

　 　 数据确权有利于激励数据生产。 具体而言: 一是保护预期。 有恒产者有恒心。 这里的

“产” , 不限于在农业社会存在的动产和不动产, 也不限于在工业社会产生的知识产权, 还应

当包括大数据时代的新型财产即数据。 只有保护数据财产, 才能使人们产生未来取得利益的合

理预期, 从而产生投资、 生产数据的意愿, 产权的激励效应由此得以发挥。 这种期待包括数据

处理者能够享有相关权利的期待, 能够持有、 加工、 使用数据资源的期待, 能够将数据投入流

通并充分利用的期待,
 

〔11〕
 

能够将数据用于融资担保、 投资入股的期待等。 二是 “逐数兴业” ,
即通过便利计算数据投资及其合理回报, 鼓励企业大力生产数据, 投资创业。 对数据确权后,
相关主体进行数据投资时, 就可以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更为精确的计算。 赋予数据处理者相应的

权利, 实际上是保障数据处理者相应的收益, 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 数据处理者才会有生产

数据的动力, 如此才能激励人们积极投入数据生产。 三是定分止争。 数据确权是数据保护的前

提, 也是数据保护的基础。 如果法律没有对于数据处理者及其他主体针对数据享有的权益作出

公正、 高效与合理的界定, 那么围绕数据归属和利用的纷争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从而不利于

数据生产。
　 　 (二) 数据确权有利于促进数据流通

　 　 从经济学角度看, 确认产权不仅为交易和流通提供了前提, 也有助于提高交易和流通的效

率, 降低交易和流通的成本。
 

〔12〕
 

科斯定理认为,只有在初始权利确定后,才能产生交易,一旦

交易成本大于零,产权就是重要的,不同的产权界定所隐含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 只有合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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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权,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鼓励交易。
 

〔13〕
 

问题在于, 如何降低交易成本。 这就必须寻求

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产权制度安排。 虽然上述观点主要适用于有形财产, 但其基本原理同样能

够适用于数据等无形财产。 有学者指出, 从历史上看, 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了作品、 商标、 专

利的披露与流通。
 

〔14〕
 

类似地, 如果不承认数据处理者对数据享有权益, 通过合作实现的数据

再生产乃至数据的培育和开发利用等就会难以进行。 数据确权有利于促进数据流通, 具有以下

几方面的理由:
　 　 第一, 数据确权为数据流通提供了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从而减少了相应的法律风险。 “ 数

据二十条” 指出, “探索建立数据产权制度, 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和有序流通” , 这就解

释了数据确权与数据流通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法律上看, 数据确权也是数据流通的前提和基

础, 二者密切联系、 不可分割。 正如产权学派的代表学者登姆塞茨所言, “ 当一种交易在市场

中议定时, 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 ……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 。
 

〔15〕
 

数据产权安排既是数据合规流通的前提, 也是数据合规流通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 只有存在明

晰的产权, 数据交易才具有确定性。 随着我国数据市场的蓬勃发展, 数据许可利用、 融资担

保、 投资入股等经营方式纷纷涌现, 但因为缺乏对数据的确权, 相关交易的确定性存疑, 这也

导致数据流通受阻。 如果相关主体对所交易的数据并不享有产权, 则当事人能否如愿实现缔约

目的, 存在不确定性, 这也可能危及交易安全和秩序。 另一方面, 只有对数据进行确权, 相关

主体才能确信交易具有合法性。 反之, 数据交易本身可能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 当事人对交易

缺乏信心, 这也是目前影响数据流通的重要障碍。
　 　 第二, 数据确权有利于减少数据流通的障碍。 数据类型具有多样性, 数据之上可能存在多

种权利, 不对数据进行确权, 可能会极大地增加权属信息检索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 从而妨碍

数据交易与流通。 一方面, 数据处理者不知道其对数据究竟享有哪些权利。 在缺乏明确的权利

内容规定时, 数据处理者自身也许可以对数据进行事实上的利用, 但无法通过合法自愿的交易

让他人利用数据, 因为处理者不知道其是否有权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有权允许他人使用这些数

据, 而他人要了解数据的权属状况, 也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 另一方面, 数据的产生还可能是

多个主体分工协作的结果, 如果缺乏对数据的确权, 则在进行数据交易时, 相对人可能难以确

定该数据的权利主体, 不知道该与谁进行数据交易谈判。 为了明确数据的权利主体, 相对人要

么付出较高的成本核验出让人的财产权利, 要么采取各种防范交易风险的措施如担保等, 甚至

可能因为不清楚交易的法律风险而放弃潜在的交易机会, 这些都构成数据流通的重大障碍。
 

〔16〕
 

还应当看到, 数据产权不明晰也会诱发各种数据非法复制和盗取行为, 导致数据权益被随意侵

害。 数据处理者可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防范大规模的数据 “ 爬取” , 通过各种相应的技术措施

保障自己的数据安全, 这也会极大地增加数据生产和持有成本, 尤其是会因此导致公众无法正

常利用数据, 反而限制数据的供给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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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数据确权有利于降低数据流通的成本。 数据主要是在利用中产生价值, 数据利用则

需要借助 “合同网” 进行。
 

〔17〕
 

但在数据确权之前, 当事人为了降低数据流通的风险尤其是法

律风险, 可能需要对数据流通的方式、 内容等作出事无巨细的约定, 从而会大大增加谈判成

本, 影响数据流通。 在数据确权之后, 权利人享有对合同未约定内容的控制权, 有权决定在何

种范围内、 以何种方式流通数据, 这就可能降低数据流通的风险和成本。 如果法律没有赋予出

让方以明确的财产权, 则交易相对人会担忧出让人在拟让渡的数据上是否还面临外部权利负担

或者其他人的财产权主张, 并因此面临交易后的不确定性,
 

〔18〕
 

也会使数据交易的谈判受阻。
　 　 总之, 数据合规、 高效地流通依赖于数据确权。 “数据二十条” 明确提出要 “ 建立合规高

效、 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 。 只有对数据进行确权, 才能明确数据产权的主

体, 奠定数据交易的基础。
　 　 (三) 数据确权有利于解决 “数据孤岛” 困境

　 　 对数据进行确权之后, 是否会形成 “数据孤岛” ? “信息孤岛” 或 “ 数据孤岛” 描述的是

一种数据相互割裂的状况。 反对数据确权的学者认为, 如果各方都对数据主张权利, 就会形成

“数据孤岛” 。
 

〔19〕
 

在这些学者看来, 数据确权将使数据上存在更多权利, 反而增加了数据流通

的障碍。 笔者认为, 此种观点值得商榷。 如前述, 数据确权不仅不会妨碍数据流通, 反而更有

助于数据流通。 在承认数据处理者对数据的权利后, 数据处理者可以自己利用或者许可他人利

用相关数据, 既保障了数据处理者的权益, 也有利于通过市场手段促进数据的流通与利用。 如

果否定数据处理者对数据享有的权益, 数据处理者为了维持其对数据的控制和支配, 维持其竞

争优势, 则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数据保护措施, 这既会增加数据持有的成本, 也可能产生更多

的数据壁垒和 “数据孤岛” 现象。 此外, 数据确权后, 相关主体也可以通过数据合理使用等

制度实现对数据的利用。
　 　 “数据孤岛” 的提法也来自于另一方面的担忧, 即确认众多的数据来源者的权利, 会妨

碍数据流通。 诚然, 数据来源多元, 如果相关主体都要求确权, 则会妨碍数据流通。 尤其是,
成千上万的用户每天上网购物、 网络约车、 浏览社交平台等, 都会留下大量信息, 成为数据的

组成部分, 如果这些用户都要求享有数据财产权, 就会导致数据处理者的权利与用户的权利发

生冲突, 进而妨碍数据的流通和利用。 对此, 有学者提出了数据确权的新思路, 即数据确权不

应当是对数据处理者确权, 而应当是对用户财产权进行确权, 因为大量的数据是由用户产生

的。
 

〔20〕
 

例如, 德国学者费泽认为,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 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是个人的

智力创造。 在 21 世纪的数字信息社会, 数据所有权的正当性基础是数据由公民个人行为生成。
由此显现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 从物上所有权到知识产权, 再到行为产生的信息数据所有

权” 。
 

〔21〕
 

这也反映了为数据生产贡献信息的主体可以对因其而生的数据提出合理的权益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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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01.



美国学者莱斯格认为, 如果将数据财产权绝对排他地授予数据收集者即经营者, 那么数据来源

主体即用户就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才能发现其信息是否被收集以及正在被如何使用, 而数据收集

者将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 因为其已经占据并使用着数据。
 

〔22〕

　 　 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数据确权实际上是确认对数据投入一定资金和劳动的人的权益, 对成

千上万的用户而言, 信息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动形成的, 他们对信息并未投入额外的劳动。 因

此, 普通用户或数据来源者留下的非个人信息的数据, 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数据财产权确权的

范畴。 数据确权应当是对数据处理者确权, 而不是确认每个用户或数据来源者对其非个人信息

的数据享有财产权, 因为在数据中包含用户个人信息的情形下, 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已经足

以保护作为自然人的用户的权利, 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既注重保护个人的人格权益, 又通

过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损害赔偿制度实现了对个人信息财产权益的保护, 而没有

必要再额外通过确认用户对非个人信息的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益的方式对其提供保护。 当然,
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 用户对非个人信息的数据享有查询、 复制和更正自己数据的权益。
　 　 还应看到, 即便相关数据不属于个人信息, 也不应当确认用户享有相关的数据财产权益。
一方面, 某些数据集合中可能包含海量用户的非个人信息的数据, 如果确认用户享有相应的数

据权益, 则可能导致该数据难以利用。
 

〔23〕
 

数据处理者在处理用户的个人信息时, 已经通过用

户协议等方式取得了用户的授权, 如果再赋予用户对相关的非个人信息的数据享有财产权, 则

会增加交易成本并阻碍数据的流通。 另一方面, 法律在保护数据财产权时, 保护的主要是数据

集合, 而非单个数据, 数据资源只有集合才具有价值增量, 因此, 不需要赋予用户个人对数据

集合享有财产权。 尤其是, 数据处理者所处理的相关数据虽然与用户的行为相关, 但是除用户

个人数据外, 其他数据并没有身份识别的特点, 如果赋予用户对相关的非个人信息的数据也享

有财产权, 则其在整个数据权利中的权利份额客观上是无法确定的, 这反而会产生权利行使的

冲突和困境。 如果用户也能对其非个人信息的数据主张确权, 确实会形成权利壁垒, 妨碍数据

的流通和利用。

二、 依法确权: 现有法律制度不能充分保护数据权益

　 　 反对数据确权的学者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 现有法律制度已经足以实现对数据上各种权

益的保护, 从而没有必要单独创设数据产权制度。
 

〔24〕
 

笔者认为, 由于数据本身是一种新型财

产, 现有法律规则难以全面保护数据权益。
　 　 (一)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不能替代数据确权

　 　 有观点认为, 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进行保护,
 

〔25〕
 

即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的兜底性保护规则, 以承担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责任为手段, 从反面对数据权益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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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对此问题的分析, 参见 [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斯·库克耶: 《 大数据时代: 生活、 工作与思维的

大变革》 , 周涛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97 页以下。
参见李恩正: 《 关于数字产权保护等问题的思考》 ,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s: / / www. civillaw. com. cn / gg / t / ? id =
39029, 2023 年 2 月 6 日最后访问。
参见许可: 《 数据保护的三重进路———评新浪微博诉脉脉不正当竞争案》 , 《 上海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7
年第 6 期, 第 15 页以下。



然而, 通过竞争法调整数据纠纷并设定数据财产权的边界, 实际上是在缺乏数据产权立法的情

形下, 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 通过竞争法规则保护数据, 存在明显缺陷。
　 　 第一,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竞争秩序, 而非确认民事权益, 其无法从正面

规定数据权利的内容、 数据权利的限制以及数据许可使用、 数据转让等规则。
 

〔26〕
 

通过竞争法

规则保护数据, 回避了是否存在数据财产权这样一个重大前置问题。 这一规则重点处理的是具

有竞争性利用关系且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情形, 但并不能考虑此外大量情形中的财产权问题, 特

别是没有系统考虑受害方的诸多其他权益侵害救济问题。 对于竞争法调整方式而言, 法院只是

通过这种口袋式理由解决了个案, 却无法通过确认权利形成一种持久而稳定的经济激励机制以

保护和促进数据持有人的创新活动。
　 　 第二, 对数据进行确权有利于准确判断不正当竞争行为。 认定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仍要

以所侵害的权益是否为法律所保护的权益为基础。
 

〔27〕
 

缺乏对数据的确权, 将导致数据合理使

用与不正当竞争的界限难以区分。 从实践来看, 最为典型的侵害数据的行为是所谓 “ 搭便车”
行为, 该行为是一种不正当利用他人权益甚至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判断行为人是否 “ 搭便

车” , 即以对方是否享有权益为前提。 如果相关主体的权益本身不受法律保护, 那么他人为什

么不能 “搭便车” ?
 

〔28〕
 

因此, “ 搭便车” 与合理利用的界限, 就在于是否不正当利用他人的

权益, 合理利用并不构成所谓的 “搭便车” 行为。
　 　 第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则只能解决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数据纠纷 ( 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 2 条第 2 款) 。 然而在实践中, 一方面, 当事人可能并非经营者, 自然人和数据权益

主体之间也可能产生纠纷, 此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将难以作为纠纷解决依据。 另一方面, 在侵害

数据权益的案件中, 当事人双方可能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此时一概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

护, 将使得缺乏竞争关系的纠纷在法律适用层面出现向反不正当竞争法逃逸的现象。
 

〔29〕

　 　 此外, 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为数据财产权提供系统的基础性保护规则, 目前法官只能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2 条第 2 款第 4 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兜底条款及同法第 2 条的一般

条款对数据权益进行保护。 但这两个条款都是兜底性、 开放性的规定, 因此赋予了法官过大的

自由裁量权。 一概适用这些条款为数据权益提供保护, 无异于适用公平原则解决数据纠纷, 构

成向一般条款逃逸。 因此, 竞争法规则无法规范数据利用的具体行为, 也无法对数据侵权作出

具体认定并进行救济。
　 　 (二) 知识产权保护不能替代数据确权

　 　 在满足特定条件时, 有些数据可以受到知识产权规则的保护。
 

〔30〕
 

例如, 当数据以数据产

品的形式出现时, 如果该数据产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 如构成汇编作品的数据库) , 那么其应

当受到著作权法规则的保护。
 

〔31〕
 

再如, 当数据符合反不正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

件时, 则可以通过商业秘密的规则加以保护。 正是由于某些数据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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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法理思考与制度重构———以合同性与财产性权益保护为中心》 , 《 法学杂志》 2021 年第 2 期, 第 70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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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1 期, 第 87 页以下。
参见黄薇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08 页。



之数据和知识产权客体一样均是无形财产, 交易流通的主要方式均是许可利用, 知识产权中有

关许可利用的规则也可以适用于数据交易。 因此, 有观点主张, 借助知识产权的规则完全可以

实现对数据的有效保护。
 

〔32〕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 应当看到, 数据与知识产品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如果数据确实具

有独创性, 可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同时, 知识产权的不少规则如合理利用规则, 对数据确权

和流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此外, 从权利内容层面看, 数据权益和著作权一样, 都包括各种

不同的权益,
 

〔33〕
 

如著作权包括署名权、 发表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多项权利。 尽管如此, 认

为知识产权规则可以完全实现对数据权益的保护, 显然是片面的, 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 权益结构不同。 数据权益不是归属于一个主体, 而是归属于不同的主体, 需要区分

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的权益分别予以保护。 针对数据来源者权益, 又要区分自然人主体的

来源者权益以及非自然人主体的来源者在先权益, 分别予以保护。 但是, 知识产权的权利大多

归属于同一主体, 在确权阶段常常将权利赋予某个单一主体, 因此较少发生在多个主体之间的

权属分配问题。 例如, 除一些特殊的作品 ( 如电影作品) 外, 著作权大多归属于同一主体。
因此, 数据权利保护又不同于知识产权保护。
　 　 第二, 是否有期限限制不同。 知识产权属于法定垄断权, 因此不能长期垄断, 否则将阻碍

技术创新和进步。 超过一定期限后, 知识产品就会进入公共领域。
 

〔34〕
 

但是, 数据权利通常没

有期限限制, 也难以发生自然灭失。
 

〔35〕
 

数据可以永久保存, 且可以同时被多人使用、 收益,
并且可以突破地域限制, 通过网络迅速传递、 收集。 因此, 对数据权益的保护, 不宜机械地设

置保护期限。
　 　 第三, 保护理念不同。 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理念是赋予创作者垄断权利, 从而激励创作者

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进行创作。
 

〔36〕
 

但是, 保护数据权利并不意味着赋予数据处理者对数据

的垄断性权利, 否则将不当限制数据在市场中的流通。
　 　 第四, 是否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不同。 知识产权通常不涉及他人的个人信息, 往往不存在与

个人信息权益之间的冲突, 只在少数情况下涉及与个人信息权益或其他人格权之间的冲突。 相

比之下, 数据上经常承载着个人信息权益, 数据权利与个人信息权益之间的协调问题, 是数据

确权的关键。
 

〔37〕
 

“数据二十条” 第 7 条提出数据来源者的合法权益和数据处理者对数据的控

制权限之间的冲突协调, 也体现了数据权利和个人信息权益之间的冲突。
　 　 第五, 权利客体要件不同。 知识产权的客体通常具有独创性或原创性,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

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
 

〔38〕
 

在美国 “费斯特诉乡村电话服务公司案” 中, 美国联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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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 单纯收集的电话数据并不具有独创性, 无法得到版权法的保护。
 

〔39〕
 

我国民法典制

定过程中, 围绕 “数据信息” 是否属于知识产权的客体, 曾产生过一定的争议, 最终意见认

为, “数据信息” 不宜一概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
 

〔40〕
 

与知识产权相比, 数据权利并不一定以

独创性或者原创性等特殊要求为前提条件, 只要是数据处理者收集的数据, 均可以成为数据权

利的客体。
　 　 基于上述数据权益与知识产权的差异, 如果以知识产权保护替代数据确权, 一方面无法准

确地确定数据权益, 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照搬到数据确权中, 会给数据确权带来有害影响。
例如, 知识产权的客体通常具有一定的特殊条件, 如独创性、 新颖性等方面的要求, 这意味着

当数据无法达到这些要求时, 就难以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另一方面,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替代

数据确权, 难以解决数据确权中涉及的公共利益、 国家利益等方面的问题。 知识产权的侵权构

成要件和数据权利的侵权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 倘若通过知识产权规则保护数据, 将会引发

一系列体系性问题。
　 　 实践中, 企业数据可能获得商业秘密规则的保护。

 

〔41〕
 

但是, 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较为

严格, 完全通过商业秘密规则保护数据,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为数据可能是公开的, 而

不是秘密的, 如平台上的用户评价等数据, 都是公开的数据。 因此, 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构

成商业秘密, 部分数据并没有被经营者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同时, 相关数据也不一定是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规定的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等。 总之, 现有的知识产权规则无法解决数据

保护问题。
　 　 (三) 个人信息保护不足以替代数据确权

　 　 在数据处理者通过处理个人信息生成数据的情形下, 个人信息是数据的主要来源, 但这并

不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替代数据确权。 数据确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涉及两个互不相同、
彼此独立的法律关系。 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 调整对象不同。 数据确权主要调整数据处理者与其他市场主体关于数据利用的法律

关系, 而个人信息保护调整的是任一数据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第二, 权益性质不同。 个人信息保护是为了保护作为数据来源之一的个人信息, 性质上属

于对人格权益保护, 重在对信息主体的消极保护。 而数据确权是为了确立对数据本身的权益,
是对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保护, 重在调整数据的生产和流通。 当然, 不论数据处理者是否享有

数据权利, 也不论数据处理者是自己收集数据还是从他人处取得数据, 都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的要求。
 

〔42〕

　 　 第三, 内涵不同。 个人信息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 而数据则是通过

收集、 加工等方式所形成的信息的记录。 没有数据处理者的处理行为, 个人信息无法形成数

据。 一方面, 如果仅仅保护个人信息而不保护数据权益, 处理者将丧失加工处理数据的动力,
数据要素的生产将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确权也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
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不等于保护数据, 个人信息权益的主体即信息主体, 与数据产品的权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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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31〕 , 黄薇主编书, 第 409 页。



体, 完全可能是分离的。 个人信息权益与数据权益可以分别享有, 为个人信息权益主体提供的

保护, 不能直接作用于数据权益主体。
　 　 当然, 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权益保护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冲突。 例如, 如果对个人信息未采

取匿名化处理即生成数据, 可能影响个人信息保护, 对此, 数据处理者应当尊重作为在先权利

的个人信息权益, 尊重个人信息主体的访问权、 查询权、 删除权、 携带权等。 但如果数据处理

者对采集的个人信息已经予以匿名化处理, 则生成的数据与个人信息不再有关联。
　 　 总之, 数据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 需要进行多维度的保护, 其保护方法也具有综合性,
但民法上的确权应当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民法典第 127 条已经宣示数据为民

事权益的客体, 受到民法保护, 民法对数据的确权也是通过其他方式对数据进行保护的重

要前提。

三、 如何确权: 构建数据的双重权益结构

　 　 (一) 双重权益结构是数据确权的重要思路

　 　 所谓双重权益结构, 是指在同一数据之上, 区分数据来源者和数据处理者而确认不同的权

利。 数据权益的特点就在于, 数据之上各种权益相互交织且权益主体多样化, 这的确给数据确

权带来了较大困难。 例如, 就 “ 大众点评” 这类平台服务而言, 其所包括的数据权益就呈现

出多样性特点。 具体表现为: “大众点评” 平台上记载的关于各类网店的点评数据是一项无体

财产, 作为一宗整体数据, 其财产权可以归属于作为数据处理者的 “ 大众点评” 平台。 “ 大众

点评” 上消费者的账户信息、 消费记录、 地理位置等个人信息, 虽然也属于数据中承载的重

要内容, 但是消费者等个人数据来源主体对这些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享有法定的个

人信息权益, 且应当优先于数据处理主体的财产权益予以保护。 而 “ 大众点评” 用于处理数

据的算法可能构成商业秘密, 应当归属于算法的设计者或平台。 类似地, “ 大众点评” 这款应

用软件的外观、 符号设计等元素可能构成独创性作品, 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 “ 大众点

评” 的名称及其商标本身也受名称权、 商标法的保护。 “大众点评” 涉及的餐饮店的介绍、 其

发布的各类信息以及优惠券等, 也是 “ 大众点评” 上生成的数据的重要内容, 经营者作为此

类数据的来源主体, 也应当依法享有各种法定的在先权益, 以及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享有

的登录、 查询、 复制、 更正等信息类权益。 可见, 数据上承载的权益类型不仅具有多样化的特

点, 而且各项权益之间相互交织与并存。 这也是某些观点反对数据确权的一个重要理由, 即数

据上涉及的权益类型众多, 建立数据产权可能影响其他权益的实现。 但事实上, 如前述分析表

明, 各种并存的权利的法律属性存在差异, 且都可以归入相应的法律保护框架下予以定性和保

护, 各种权利的行使也存在较为明晰的优先顺位关系, 因此不存在因数据确权而导致权利冲突

或者失序的问题。
　 　 恰恰相反, 数据确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厘清各种权益主张的属性和优先顺位, 更有效地协

调数据上的多元权益主张, 从而形成更优的数据权益行使秩序。 关键问题在于, 如何建构数据

上的财产权益的归属主体与权利内容。 在这方面, “数据二十条” 实际上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即双重权利结构。 “数据二十条” 区分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权益, 在具体确权思路上放弃

了所有权的思维定式, 转而采用了一种基于数据持有权、 数据使用权和数据经营权的权利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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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这种在数据确权过程中区分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的双重权益架构, 为立法上对数据

进行确权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以前述 “大众点评” 为例, 其平台经营者即为数据处理者, 而在该平台上发布信息的用

户等主体即为数据来源者。 在数据确权方面, 区分数据处理者与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主要具有如

下意义: 第一, 区分了数据来源和数据产品。 “数据二十条” 中的数据产品, 是数据处理者对

数据进行处理所形成的集合, 而数据具有多种来源, 包括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 各类数据来

源中又可能涉及知识产权、 个人信息等各种法定在先权益。 这些权益可以在数据来源者权利中

进行归类。
 

〔43〕
 

第二, 区分了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来源者的权益。 数据处理者对数据和数据产品

享有财产权益, 数据处理者之外的主体不能主张分享数据和数据产品的财产权益, 包括持有

权、 使用权、 收益权、 处置权等。 而数据来源者如果本身不能成为数据处理者, 其只是享有在

先权利以及对其所提供数据的访问权等权利。 就个人数据而言, 个人作为数据来源者, 依法对

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享有查阅、 复制、 更正甚至删除等权利。 第三, 区分了数据处理者和数据

来源者的权利范围。 数据处理者对整体数据以及相关的数据产品等, 依法享有财产权, 其可以

对整体数据以及数据产品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化利用。 数据来源者虽然也提供了部分数据, 但

其并不能主张对整体数据享有权利, 只能依法对其所提供的部分数据享有权利。 例如, 就个人

数据而言, 个人仅能对其个人信息依法行使各项权利, 而无权主张对整体数据享有权利。 第

四, 区分了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 由于大量数据是以自然人信息为内容的, 因此, 从数据来源

者的层面, 主要涉及人格性权益的保护, 而数据处理者所享有的权益主要是财产性权益。 虽然

此种财产权益的行使需要尊重个人信息等法定在先权益, 但数据处理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的, 则

受财产权规则的保护。
　 　 (二) 数据来源者权益的确认和保护

　 　 2023 年欧盟通过的 《数据法案》 ( Data
 

Act) 第 2 条将提供信息内容的主体称为 “ 用户” ,
我国 “数据二十条” 从信息来源的视角将其称为 “数据来源者” , 并强调要 “充分保护数据来

源者合法权益” 。 数据确权当然包括明确和保护数据来源者的权益, 从而明确数据之上各权利

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内容, 以及他人行为自由的边界。
　 　 数据的来源错综复杂, 我们每天都会自动生成海量数据, 但概括而言, 可以将数据来源者

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然人作为数据来源主体, 自然人的相关活动会被记录或采集成相关数据。
特别是在数据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时, 个人信息成为数据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为非自然人数据

来源主体, 特别是中小型网络店铺, 其只是在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网络应用界面从事简单

的信息输入操作, 本身并不处理数据。 对于这些非自然人数据来源主体, 法律应当充分保障其

查询、 复制、 更正以及在有正当事由时从此数据处理主体向其他场合移转其数据的权利。 但

是, 如果其在大型网络平台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 也同步自建了数据处理系统, 或者是以自

动化处理的方式参与大型网络平台的数据处理活动 ( 如大型网络店铺) , 在此情形下, 数据来

源主体同时成为数据处理主体, 且与网络平台持有高度同质化的数据。
 

〔44〕
 

可以说, 此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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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主体与网络平台一样, 都有在生产要素意义上取得相应数据上的财产权的正当性。 依法确

认和保护数据来源者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 要区分不同的数据来源, 并明确各类数据来源主体的法定在先权益的属性与内容,
从而更好地保护数据来源者的权益。 上述两类数据来源主体都享有相应的法定在先权益。 原则

上, 数据来源主体的前述权益应当处于更高的权利位阶, 相较于数据处理主体的财产权而言优

先受到保护。
 

〔45〕
 

数据处理者行使数据财产权利时, 有权排除任何第三人对数据权利的侵害,
但对于数据来源者的各项在先权利, 都应当予以尊重。

 

〔46〕
 

不过, 就第一类而言, 因为信息内

容主要事关相应主体的隐私与个人信息权益, 因此, 数据处理主体在生成数据和行使数据财产

权的过程中, 不仅有必要遵守与数据来源主体的约定义务, 而且要履行告知同意、 更正、 删除

和携带等法定义务, 以满足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优先配置给个人的人格性权益。 就

第二类而言, 数据处理主体同样要尊重合同约定与法定的数据来源者权益, 但法律优先保护的

在先权益属性和内容有所差异, 主要表现为著作权、 商业秘密等权益和依据格式条款规则等享

有的合同债权。
　 　 其次, 要明确非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者的权益范围。 与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主体类似, 非

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主体同样享有信息查询、 复制和更正的权益。 但是, 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规则不同, 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的 “非个人信息保护法” , 因此, 非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

者的权益保护在法律上主要通过合同来解决。 但实践中, 非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主体与数据处

理主体之间没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者约定不公平的,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这类数据来源主体的

权益保护。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在权益范围上, 此类数据来源主体与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主体

有明显差异。 例如, 关于此类来源主体是否享有请求删除相关数据的权益或者携带数据的权

益, 是否需要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信息删除权、 携带权作同等处理, 存在较大争议。
欧盟 《数据法案》 赋予数据来源者以用户访问、 请求共享和利用数据的权利。

 

〔47〕
 

笔者认为,
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立足于个人人格性权益的保护, 存在诸多不可约定排除的强制性权利规

则。 与此不同, 非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主体与数据处理主体之间的约定在属性上不涉及人格权

益的保护问题, 而主要涉及合同的公平性问题。 如果合同约定不公平, 例如限制非个人信息的

数据来源主体查询、 复制和更正自己信息的权益, 可能违反民法典第 496 条、 第 497 条关于对

格式条款提请注意或作出解释的规定, 也可能因为显失公平而被撤销。 而在缺乏合同约定的情况

下, 原则上应当通过合同解释明确保障此类数据来源主体的查询、 复制和更正的权益,
 

〔48〕
 

以保

障这类主体正常的商业活动以及合同目的的实现。 但是, 非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主体一般不得

主张保护个人信息的删除权、 携带权等具有浓厚的人格性色彩的权益, 以防止对数据处理者权

益的过度妨害。
　 　 第三, 要区分数据来源者权益与数据处理者权益。 “数据二十条” 要求重点处理 “ 公共数

据、 企业数据、 个人数据” 这三类数据的确权, 但此种分类过于复杂, 在法律层面有必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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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数据来源者权益和数据处理者权益的分类, 分别确权。 个人数据是就数据的信息内容而言

的, 相对应的是非个人数据, 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数据来源者的法定在先权益。 而 “ 公共数据、
企业数据” 是另一层次的概念, 即从数据的财产权归属主体和分配机制来考虑。 公共数据是

具有明显公共属性的数据, 典型如政府在开展政务活动过程中收集的政务数据和具有公共服务

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的数据。 尽管这类数据也可能需要明确授权利用

或者法定公开的问题, 但其更强调开放、 共享, 相关主体对特定的公共数据应当负有开放和共

享的义务。
 

〔49〕
 

与公共数据相对应的概念是非公共数据, 典型为企业数据, 即企业作为数据处

理主体所采集的数据。 原则上, 这些数据的财产权具有私权属性, 企业在尊重数据来源主体的

法定在先权益的前提下, 可以对此类数据依法享有数据财产权。 当然, 如果企业利用相关企业

数据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规则, 则要受到合理利用规则或者反垄断规制的约束。
　 　 (三) 数据处理者财产权益的确认和保护

　 　 数据处理者对其处理的数据享有财产权。 根据 “数据二十条” , 数据处理者享有 “ 数据产

权” , 但 “产权” 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不是严谨的法律术语。 我国法律体系通常不采用 “ 产

权” 的概念, 如民法典没有规定 “产权” , 而是使用 “财产权利” 或 “财产” 的概念。
　 　 “财产” 一词不仅指财产权, 还指财产对象。 因此, 界定财产权也需要从主体、 客体、
内容三方面确定。 就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益而言, 权利主体应当是数据处理者。 例如, “ 大众

点评” 平台上积累的数据的财产权, 应当属于该平台经营者。 该平台上的网店, 其主要角色

是数据来源者, 但如前所述, 如果网店自身也同步建构了数据处理设施并同步掌握了相应的数

据, 其就可能具有数据来源主体与数据处理主体的双重角色。 在此情形下, 应当依据法律和合

同约定调整不同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关系。 “数据二十条” 第 7 条明确规定, 要 “ 建立健全基于

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流转数据相关财产性权益的机制” 。 对于特定数据处理者享有财产权益的

数据, 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 其他主体应当通过合同的方式对该数据进行利用, 除法律规定和

合同约定的情形外, 行为人擅自通过大规模 “爬取” 、 复制等方式侵害他人数据的, 构成对他

人数据财产权的侵害, 数据权利人有权依法主张损害赔偿等请求权。
　 　 数据财产权的客体是已经形成集合的数据。

 

〔50〕
 

财产权实质上是针对物的、 对抗世上一切

他人的权利, 这就是德国学者泽奇 ( Zech) 所说的, 财产权客体具有 “ 边界功能” ( Abgre-
nzungsfunktion) 。

 

〔51〕
 

有形财产的客体边界是清晰的, 可以确定其权利客体范围, 但数据作为

无体财产, 难以明确其物理边界, 这一特殊属性决定了其作为财产权的客体可能会面临一定的

困难。
 

〔52〕
 

不过, 其作为权利客体的特定化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数据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但特定主体在特定范围内处理的数据是可以特定化的。

 

〔53〕
 

一个企业可以通过数据的来源、 数

量、 内容和类型等标准描述一个数据集合状态, 从而使得一宗数据 ( a
 

set
 

of
 

data) 不同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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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数据, 实现数据财产权客体的特定化; 同时, 数据处理者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 如

保密措施) 等方式, 控制相关数据,
 

〔54〕
 

这同样可以实现数据的特定化。 “ 数据二十条” 在界

定数据财产权的内容方面, 提供了几项未来立法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 表述数据处理者财产权益时, 避开了所有权这一概念。

 

〔55〕
 

这一处理方式是合理

的。 一方面, 所有权是针对有形财产形成的概念, 难以解释数据这种无形财产现象。 数据处理

者对数据不享有如同所有权一样排除他人一切干涉的权利。 另一方面, 所有权具有完备的四项

权能, 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 但数据不是在有形财产上产生的权利, 很难用所有权的四项权能

简单概括。 同时, 在数据利用过程中, 数据财产权也不具有严格的排他性, 数据财产权在确权

之后, 也应当通过数据的合理利用规则, 对该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 以防止数据垄断。 因此,
不宜照搬以有体物为原型的财产所有权概念来解释数据财产权。
　 　 第二, “数据二十条” 在放弃了所有权的确权方式的基础上, 转而采用了一种三权分置方

案, 具体而言, 数据财产权包括以下三种不同层次上的权利: 数据资源持有权、 加工使用权、
数据产品经营权, 这一方案为在法律上构建数据财产权体系提供了思路。 三权分置也蕴含着数

据财产权的标准化思想, 与有体物财产权规则体系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具有功能相通性。 为了实

现数据财产权的标准化, 数据财产权的类型及其内容不应交由当事人通过合同创设,
 

〔56〕
 

而应

当交由将来的数据财产权立法予以明确, 从而降低各方当事人与该财产权人进行交易时的信息

成本。
　 　 但是, 应当看到, “数据二十条” 主要采用的还是一种经济学的话语表达, 仍需转化为法

律层面的规范表达, 满足立法技术上的概念周延性要求。 具体而言: 一是加工使用权的提法不

够准确。 关于加工和使用的关系, 从原始数据到可以进一步利用的数据, 常常需要经过加工处

理。 但是, 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 之前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进行前期加工才能进一步利

用的数据, 在新的数据分析技术应用的情况下, 可以跳过传统的前期加工环节直接进行分析、
训练或者其他形式的利用。 因此, 加工并非使用的前提, 没有加工也不意味着不能对数据进行

利用。 二是没有系统确立收益权的概念。 “数据二十条” 只是规定 “ 充分保障数据处理者使用

数据和获得收益的权利” , 因而仅是在规定使用权时顺带提及了收益权。 但严格地说, 使用或

者经营并不当然能够获得收益。 例如, 将数据融资担保、 投资入股等, 未必能够获得收益。 收

益权能可以理解为使用权能和经营等处置权能的自然延伸和应有之义。 此外, “ 数据二十条”
仅提到了数据产品经营权, 而没有规定对数据的经营权, 这也可能不当限制数据处理者对数据

享有的权利。 三是没有系统地规定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完整的处置权 ( 与有体财产所有权中的

处分权能具有相似性) 。 “数据二十条” 似乎将对数据财产的处分纳入经营权之内, 但从民法

典的规定来看, 经营与处分属于不同的概念, 处分权无法被经营权所涵盖。 毕竟, 数据处理者

作为数据财产权人, 只要不侵害数据来源主体的法定在先权益且不违反国家的数据安全管理规

范, 原则上就享有较为广泛的处置权能。 数据财产权人既可以在事实上对数据作物理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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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匿名化处理或者销毁处理, 或者根据自己的商业经营需要予以长期保存; 也可以在法律上

对他人进行许可使用, 或者转让相关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性处置。 例如, 数据财产权人可

以向公众免费开放数据。 总之, 如果仅从文义上理解上述三项权利的政策表达, 可能无法涵盖

数据权利的全部内容。 因此, 需要结合民法典的规定, 找到更为准确的法律表达, 用以解释数

据财产权的完整内容。
　 　 我们所说的数据确权, 并不是要像有体物所有权那样赋予数据处理者绝对独占和排他的权

利。 相反, 数据处理者对其数据财产权的享有, 既要尊重数据来源主体的法定在先权益, 又要

依法受到合理使用规则和开放利用规则的约束, 其应当是一种在法定范围内对数据进行支配和

排他的权利。 但是, 我们仍然可以借鉴所有权的经验, 构建数据财产权的体系,
 

〔57〕
 

有体物上

的所有权权能体系为数据财产权的内容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架构。 针对数据财产权的特殊性, 对

所有权的占有、 使用、 收益、 处分等权能进行适当的调整, 是较为高效和实用的做法。
　 　 1. 持有权。 “数据二十条” 明确保护数据处理主体对所持有的数据进行 “ 自主管控” 的

权利。 因此, 在法律层面, 首先需要承认和保护数据财产权人对数据的持有权, 即权利人有权

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方式自主管控所取得的数据资源。 对数据的持有权, 是从积极权能

的角度进行描述的, 强调的是数据财产权人对数据的稳定持有权能。 为了实现数据财产权人对

数据的稳定持有, 应当要求不特定第三人不得擅自获取或者干扰财产权人对数据的稳定持有秩

序和管控状态, 除非存在合理使用等法定例外事由。 数据处理者为了维护其对数据的持有权,
可以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也可以不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 但即便数据处理者没有采取相关的

防护措施, 行为人也不得擅自侵害他人的数据持有权。
 

〔58〕
 

也就是说, 在既没有法定事由也未

经数据处理主体同意时, 他人原则上应当尊重数据持有人对数据的自主持有状态, 不得随意侵

扰; 同时, 权利人享有持有权也意味着数据财产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 即数据处理者对其

生产的数据享有有限的排他权。 排他权有限的原因在于绝对的、 全面的排他权可能构成对数据

流通的限制, 应当允许其他市场主体对该数据进行合理利用。
 

〔59〕

　 　 2. 使用权。 使用权即权利人享有的在不损及数据来源主体的法定在先权益的前提下, 根

据自身需要在各个生产经营环节自主使用数据, 包括对数据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 使用可以由

数据处理者自己使用, 也可以许可他人使用, 包括许可他人访问、 复制等。 在尊重数据来源主

体法定在先权益的前提下, 数据持有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商业生产经营需要使用数据, 包括利用

数据分析生产经营规律、 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加工数据产品等诸多使用方式。 无论是数据来源

主体还是其他主体, 都不得干扰数据财产权人使用数据的行为。 使用权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原

始数据处理主体享有的最为广泛的使用权, 即包括前述分析性使用、 训练性使用和加工性使用

等; 二是受让人基于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从原始数据处理主体处取得的数据使用权。 这些都

是使用权的重要表现形式。
　 　 3. 收益权。 确认和保护数据处理主体的使用权、 处置权, 也就自然保护了数据财产权人

的收益权。 承认数据权利人的收益权, 是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保障数据使用权和处置权的应有

之义。 无论是基于自我使用数据还是基于法律上的处分, 权利人都有权据此获得各种经济收

·07·

法学研究 2023 年第 4 期

〔57〕
〔58〕
〔59〕

参见前引 〔 33〕 , Merges 文, 第 57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46〕 , 刘文杰文, 第 42 页。
See

 

Orin
 

S. Kerr,
 

Vagueness
 

Challenges
 

to
 

the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94
 

Minnesota
 

Law
 

Review
 

1561
 

( 2010) .



益, 包括通过数据产品获得收益、 许可他人使用获取金钱对价等。 “ 数据二十条” 提及的数据

产品经营权中的对数据产品和服务享有的收益权, 以及对数据资源价值增值享有的权利等, 均

可涵盖于收益权之内。
　 　 4. 处置权。 除自我使用外, 数据财产权人还可以对数据进行自主处置, 包括物理性处置

与交易性处置, 或者说事实上的处置与法律上的处置。 就事实上的处置而言, 只要不违反法律

规定的保存义务或者销毁义务, 数据处理主体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销毁数据或者长期保存。
为了鼓励流通, 应当尽量鼓励数据财产权人将其取得的数据财产权进行流转, 这都需要承认数

据权利人对数据的处置权。
 

〔60〕
 

具体而言, 数据财产权人可以通过整体转让、 许可经营、 数据

融合、 融资担保、 投资入股等方式, 整体或者部分让渡所持有数据的使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
在这些处置方式中, 相对人经常面临如何确保受让权利的确定性和来源正当性问题, 尤其是在

独家许可、 融资担保和投资入股等情形, 受让人如何避免出让一方违背约定再次向他人出让的

风险, 是当前制约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一大难题。 避免产生此类风险的有效措施, 就是落实

“数据二十条” 明确强调的数据登记制度建设, 通过登记和披露相应交易来实现相应的权利保

护和交易安全。 采取此种举措, 恰恰需要依靠数据确权才能够完成。
 

〔61〕

　 　 此外, 数据财产权还应当蕴含消极权能, 即在数据财产权遭受侵害或妨碍, 或者面临危险

时, 数据处理者可以主张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或消除危险请求权。
 

〔62〕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和

消除危险请求权无法被 “持有权” 所涵盖。 因为持有权是静态层面的权利, 其重点在于要求

不特定第三人不得随意利用归属于数据处理者的数据, 而不是数据处理者提出具体的权利主

张。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则是动态层面的权利, 即在数据财产权遭受侵害或

者妨碍这一新的法律事实发生后, 数据处理者针对特定的加害人或者妨害人提出的停止侵害或

者排除妨碍的请求权。 这种请求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但本质上是绝对权的保护方式。 如

果说持有权规定的是他人不得擅自利用数据的义务, 那么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

权则有利于保障上述义务的履行。 需要指出的是, 数据财产权给不特定第三人施加的不得侵害

的义务, 不同于物权或者人格权给第三人施加的义务, 因此在判定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和消除

危险请求权是否成立时, 不能简单地遵循物权请求权或者人格权请求权的判定方法。 此外, 也

应当区分数据财产权保护规则与商业秘密保护规则, 商业秘密一旦被公开, 就不再构成商业秘

密, 受害人通常只能请求损害赔偿, 但数据被公开的, 则仍然可以通过断开链接等更多元的方

式获得救济。
　 　 (四) 对数据财产权的限制

　 　 反对数据确权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于, 数据确权会导致数据垄断, 影响数据的流通和利

用。 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对数据财产权进行确权后, 他人利用相关数据的自由将

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果权利人滥用权利, 将可能形成数据垄断。 为了防止数据垄断造成的

数据流通障碍, 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对数据处理主体的财产权作出必要的限制, 明确数据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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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使规则, 以确保数据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众的福祉。
 

〔63〕
 

尤其是公共数据和自

行公开的数据, 应当受到比其他类型的数据更高程度的限制, 以体现这类数据财产的公共

性。
 

〔64〕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 与数据财产权一样, 知识产权也需要妥当平

衡权利人对知识的垄断与社会公众对知识的接触之间的关系,
 

〔65〕
 

因此, 知识产权一方面赋予

权利人对智力成果的垄断性权利, 另一方面也通过合理使用、 强制许可等相关制度对权利人的

权利进行限制。 同样, 数据也面临着权利人的控制权限和其他主体对数据的利用需求的协调问

题, 在这个意义上, 数据确权和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具体来看, 对数据财产权的限

制应当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在法律上确立数据的合理使用制度进行限制。 合理使用制度作为对数据财产权的

限制措施, 可以使基于个人的生产生活需要、 科学研究需要等对数据的小规模利用需求得到便

捷的满足。
 

〔66〕
 

虽然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人格利益的合理使用规则作出了规定, 但由于数据

权益在性质上属于财产权益而非人格权益, 因此其无法直接适用人格利益合理使用的相关规

则。
 

〔67〕
 

为了确保数据的广泛和高效流通, 将来立法需要规定数据合理使用制度, 即规定出于

某些私益及各类公益等的需要, 相关主体在使用相关数据时可以不经数据处理者的同意。 如此

可以在发挥数据要素市场流通机制作用的同时, 满足那些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数据利用

需求。
　 　 二是通过反垄断机制进行限制。 有学者认为, 数据确权将导致其他主体丧失获取和利用

数据的机会, 从而影响数据的公平利用。
 

〔68〕
 

事实上,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反垄断机制得到解

决。
 

〔69〕
 

在特定数据处理主体的数据财产权利行使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情形时, 应当

通过反垄断法上的措施对相应行为予以矫正, 包括在必要时对数据处理主体与潜在需求方之间

的合同交易予以强制缔约, 以此减少垄断行为给数据利用造成的负面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是合理使用的限制还是反垄断法的限制, 都应当坚持基本的法治原

则, 即需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数据财产权的限制事由、 限制方式与限制程度, 避免在限制规

则不明确的情况下造成数据获取和利用秩序的混乱。 特别是要区分大众话语体系中的 “ 垄断”
与法律层面的 “垄断” , 对于后者需要严格遵循法定要件来判断。

 

〔70〕

结 语

　 　 数据确权最终必须获得立法表达。 数据保护立法的缺位,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据产业的

发展。 虽然现行法对个人信息权益、 数据安全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但是对数据权利仍然存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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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不周的问题。 “数据二十条”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指导性作用, 但它毕竟不是法律而是政策

文件, 需要转化为数据确权和保护的相关立法。
　 　 诚然, 数据保护是世界性难题, 各国目前的确尚不存在统一的数据立法。 以欧盟为例, 其

在 20 世纪就对投入实质性投资的数据库提供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
 

〔71〕
 

确立了数据库的财产

性权益保护。 不过, 这一法律要求被保护数据库 “在质量和 / 或数量上进行了重大投资” ;
 

〔72〕
 

此外, 这一法律保护数据库的 “ 整体性或实质性” 部分, 允许对数据的 “ 非实质性部分” 进

行零星利用。
 

〔73〕
 

这些做法都与本文提到的数据确权与数据合理利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2023
年欧盟又通过了 《数据法案》 , 赋予数据来源者一定的权利。 这些法律可以为我国制定专门的

数据保护立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我国要制定的数据立法不仅要为裁判提供依据, 更要为数据保

护提供完整的制度, 通过权益保障机制形成一种激励机制, 从而更好地发挥数据的经济效用。
尤其是, 通过立法对数据进行确权, 并且对数据交易的法律规则作出规定, 可以实现数据流转

的制度化和秩序化, 为我国数字经济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Abstract:
 

The
 

Chinese
 

Civil
 

Code
 

has
 

confirmed
 

the
 

attribute
 

of
 

data
 

as
 

the
 

object
 

of
 

civil
 

law
 

rights,
 

thereby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data
 

rights
 

at
 

the
 

level
 

of
 

basic
 

civil
 

law.
 

Although
 

da-
ta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the
 

relevant
 

data
 

policies
 

and
 

local
 

legislations,
 

there
 

is
 

still
 

no
 

response
 

to
 

the
 

issue
 

of
 

the
 

confirmation
 

of
 

data
 

rights
 

by
 

the
 

legisl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Confirmation
 

of
 

data
 

rights,
 

as
 

a
 

key
 

issue
 

to
 

be
 

dealt
 

with
 

in
 

data
 

legisl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labor,
 

stimulating
 

data
 

production,
 

promoting
 

data
 

circ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data
 

protection.
 

Be-
cause

 

existing
 

legal
 

systems
 

in
 

China,
 

such
 

as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annot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data,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adopt
 

legislation
 

on
 

data
 

confirmation.
 

In
 

data
 

legislation,
 

China
 

should,
 

on
 

the
 

basis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rights
 

of
 

data
 

sources
 

and
 

those
 

of
 

data
 

processors,
 

construct
 

a
 

d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structure
 

for
 

data
 

rights
 

confirmation,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pri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ata
 

sources,
 

and
 

confirm
 

and
 

protect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ata
 

processors,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hold,
 

use,
 

benefit
 

from
 

and
 

dispose
 

of
 

data,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stop
 

infringement,
 

remove
 

obstacles
 

and
 

eliminate
 

dangers
 

when
 

their
 

data
 

property
 

rights
 

are
 

infringed
 

upon
 

or
 

obstructed.
Key

 

Words:
 

confirmation
 

of
 

data
 

rights,
 

data
 

circulation,
 

the
 

dual
 

structur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rea-
sonable

 

use

·37·

数据何以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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